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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画论的主要贡献

———古代画论学习札记之一

在我国艺术宝库里，古代绘画如同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光芒；历代的艺术家，以
自己高超的画笔为我们创造出一幅又一幅的艺术珍品； 他们不仅留下了 “迹简意澹而雅
正，细密精致而臻丽”的丰富多彩的画卷，而且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对我国绘画艺术的发
展历史、各流派的形成变迁、绘画中各种画法技巧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总结出我国
古代绘画艺术的完整理论，提出了“用笔之注重质感，写形之重在传神”的最高原则。 这些
硕果不仅是我国艺术理论宝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之鸿宝”，而且对世界艺术理论
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古代画论，就其内容来讲，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应该很好地对它进
行整理和研究。 下面就其主要贡献，就自己学习的体会和心得，试述如下：

一、“鉴戒者，图画也”
———绘画的社会功用

我国古代人民通过实践，深知绘画艺术的教育作用是第一位的。唐《历代名画记》的作
者张彦远在这部书的开头，就着力指出：“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
同功。 ”他认为优秀的美术作品，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有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
形成，能够深刻反映和表现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以及人们的理想、愿望和追求，达到匡正
时弊的目的；认为绘画和六籍（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功用是相同的，能使观赏者“见善
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是“有国之鸿宝，理乱之纪纲”。

这一认识，其实并非张彦远首创。 《孔子家语》载：“孔子观乎明堂，覩四门墉，有尧舜之
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焉。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说：“宣帝之时，画图汉
列士，或不在于画上者，子孙耻之。 ”蔡质《汉官典职》载：“尚书奏事于明光殿省中，皆以胡
粉涂壁，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 ”三国时，杰出的文学家曹植更为明确地说：“观画
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异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
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抗节；见放臣逐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
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转引自《历代名画记》）他们都指出了绘画“劝善
惩恶”的社会功用，认为通过绘画把人们的善行描绘出来，就能学有榜样，勉励人们从善；
把恶人的邪行表现出来，就能成为人们的前车之鉴，使之不蹈覆辙。所以，西晋陆机说：“丹
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没大业之馨香。 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 ”南北朝齐之谢赫则
进一步说：“绘画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寞，披图可见”（《古品画录》）他认为绘画
不仅对人们有教育作用（“明劝戒”），而且有深刻的认识作用，因为图画是社会生活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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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它形象地描绘了社会的治乱和发展变迁（“著深沉”），成为后代人们了解、认识前代生
活的形象教材（“披图可鉴”）。

对于绘画社会功用的认识，唐代以后的画论家们，也是明确的。如宋之郭若虚就指出：
图画“要在指鉴贤愚”；清之方熏也说：“图史彰治乱，名德垂丹青”。 总之，历代画论家们都
对绘画的社会功用，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它同儒家经典的教化作用是一样的，所不同者，绘
画是以线条、明暗、色彩为手段，通过“存形”，来表述风、雅、颂的内容。

这种认识实际上和历代的思想家、 文艺评论家对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社会教育作用
的认识是一致的，一脉相承。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认为诗歌可以
起到教育人民、振奋人心的作用，并通过它来考察社会的治乱盛衰，以及世俗习惯的变
迁，起到了团结人民、针砭时弊的作用。 王充认为写文章，必须有益于时代和社会；文章
价值的高低，取决于文章社会功用的大小。 因此他在《论衡·自纪》里说：“为世用者，百篇
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唐代白居易则更旗帜鲜
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有这些强调和宣传文学艺术社会
功用的观点，成为进步艺术家们用来抨击各种形式主义的有力武器，所以是值得我们认真
总结继承的。

二、“画师造化，画夺造化”
———绘画艺术的典型问题

在古代关于绘画的理论著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画师造化，画夺造化”的论述。 它
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人民对绘画艺术是社会生活典型反映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造化”，即
外界自然、社会，“画”是“造化”的反映；画家只有以“造化”为师，深入自然和社会生活，研
究纷繁多彩的客观世界，才能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产生出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画夺造
化”，是说绘画并不是自然、社会的简单摹写和机械反映，而是自然、社会生活的高度集中
和典型化。 “夺”者，高于自然、社会之谓也。 含有概括、典型化的意思。 绘画是客观世界在
画家头脑里的反映，是画家主观思想和客观存在相统一的产物，因而它能更深刻、更真实
地反映社会的本质。 这是“高于生活”一语的真正含意，绝不是“十年动乱”中，“四人帮”那
种肆意拔高的错误演绎，也与脱离生活实际的虚假捏造，更无共同之处。

人类艺术实践告诉我们，社会生活是绘画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 它是生动丰富的，取
之不尽的。但是，社会生活仅是绘画艺术的丰富宝藏。矿石不等于金子，原料不是产品。要
创作出绘画艺术的珍品，必须以生活为基础，从生活素材入手，进行分析研究、集中概括、
加工提炼，须要艺术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这些道理，我国古人早已用“画师造化，画夺造
化”这样精辟的语言，进行了高度概括。 唐代画家张璪指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这是
说，艺术家只有广泛地深入生活，并以丰富的生活为依据，然后经过内在的集中、概括、创
造，才能形成真正的艺术形象。 在这里“外师造化”和“中得心源”是统一的。 五代梁之著名
画家荆浩，在其《笔法记》中也说：“度物象而取其真。 ”“物象”，就是客观事物的形象，只有
根据“物象”，画家才能画出图画来；另一方面，只有广泛而又深刻地观察客观的“物象”，然
后集中概括，掌握事物的本质方面，才能“取其真”，即真实生动而又典型地反映生活。北宋
画家范宽指出：“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 ”这是说，师人者，流也；师造化者，源也、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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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郭熙父子在《林泉高致集》中说：“欲夺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
历历罗列于胸中……”认为艺术家只有深入生活，“饱游饫看”，使其“历历罗列于胸中”，然
后对生活素材进行深入地分析研究（“精于勤”），经过集中、概括、典型化（“神于好”），才能
创造出“夺造化”的艺术作品来。 清代著名画家石涛，以自己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为基础，
探得了艺术创作过程集中、概括、典型化的重要意义，他用“搜尽奇峰打草稿”一语，准确地
道破了艺术典型创造的实质。清代画家王昱则简要而深刻地阐述了艺术典型创造的过程。
他在《东庄论画》里说：“知有名迹，棘访遍观，嘘吸其神韵，长我之见识；而游览名山，更觉
天然图画，足以开拓心胸，自然丘壑内融，众美集腕，便成名笔矣！ ”他认为，只有遍访山川
名迹，取其“神韵”（掌握山川名迹的内在本质），“开阔心胸”（打开思路），使之“众美集腕”
（集中、概括），经过“丘壑内融”（主客观统一的内在再创造），最后形成“名笔”（艺术的典型
形象），才能将“天然图画”，变成感人的艺术作品。 清人唐岱进一步将前人关于“夺造化”
（典型化）的理论，总结为“造化入笔端，笔端夺造化”，既深刻地说明了艺术形象（典型）与
社会生活的关系，也说明了两者的严格区别。

所有上述关于艺术典型创造的理论，我们今天看来，也是极为深刻的，它表明我国古
代艺术家们，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不仅懂得了生活与创作的源流关系，而且懂得了艺术
家在感性认识基础上，经过理性的集中提炼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是现实生活的“典型”
反映。他们已经认识到：艺术家的职责，就是以“造化”为师，根据客观的“造化”，创造出“夺
造化”的艺术典型来。近代文艺理论中的“典型”一词，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关于艺术典型的
认识，以及对它生动内涵的理解，我国古代人民却早已知道了。 当然，这些认识还不系统，
但它无疑闪耀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光芒，是我国人民对世界艺术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神形兼备”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中国古代画论，十分重视内容和形式，即“神”和“形”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了“神形兼
备”说。古代画论家，首先重视“神”———“内容”在艺术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如晋代大画家顾
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也说：“夫象物必在于形似，
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后全，若神
韵不周，空陈其形，笔力位趥，空善赋彩”。 这里所说的“传神”“骨气”“神韵”就是指艺术的
内容。即通过画面上人、物的外部形态，表现出人、物的内在特质。艺术家的实践证明：只有
体现了事物本质的“神韵”“骨气”，传事物之“神”，才能真实地、惟妙惟肖地反映事物。 否
则，不过是“空陈形似”“空善赋彩”而已。 宋代苏轼有两句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认为评画，不能单纯从是否“形似”来考察，更重要的是要看画面形象的神情是否生动，如
果不生动，有些呆板，那就不能算是好的艺术作品，他特别强调了“神似”的重要性。至于有
人指责东坡诗，为轻视形似者张目，那是不确的。张彦远还针对当时有人片面追求形似，忽
视神似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今之画人，粗善写貌，得其形似，则无其气韵，具其
色彩，则失其笔法”。他认为无神之画是“死画”，“守其神，专其一”才是“真画”，并说：“死画
满墙，曷如污墁？ 真画一划，见其生气”。 真是褒贬分明。 的确，“死画”即便多得贴满了墙，
又有什么价值呢？恰似石灰刷墙而已。在张彦远看来，“死画”产生的原因，在于对客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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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机械外在地模仿。 片面地追求事物外部形态的“似”，就不是真正艺术家的艺术追求。
人类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将外在的模仿，化为内在的创造，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北宋陈
郁在《话腴》里说：“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
恶，奚自而别？ 形虽似何益？ ”这些话讲得何等深刻！ 他认为“形”是表现“神”的，为“神”服
务的，如果人物失去了自己的内在神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
“写屈原之貌而肖矣，倘不能笔其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陵之貌，倘不能
笔其风骚冲淡之趣，忠义杰特之气，俊洁蓓丽之姿，奇僻膻博之学，虽寓放旷之际，亦非浣
花翁。 ”他认为，即便画的屈原外形上很像（“肖矣”），但是并没有画出行吟泽畔“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的忧愤心情，那么画面上的人，也很难说是屈原的完整形象；同样，如果不能把
杜甫的思想特质和精神面貌，通过生动外形逼真地表现出来，使其跃然纸上，也不能算是
真正杜甫的形象。 为了真实、形象地表现人物的内在神态和天然情趣，苏轼指出：“欲得其
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其举止”（《传神记》）。 元·王绎也主张：“于彼方叫啸谈论之间，本
真发现”（《写像秘诀》）。 他们都反对失其“天然”地机械摹写，批评无神之画，宛如泥塑之
人。 中国历代画家，都非常重视“神似”，强调内容决定形式，但并不忽视“形似”的重要性，
更不认为“形”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是主张做到“神形兼备”，实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如
宋人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中说：“意存笔先，笔周意内，画尽意在，像应神全。 ”也就是
神和形、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明代王履在《华山图序》中，则完整地阐述了“形”和“神”、
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关系。 他说：“画虽状形，立乎意，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虽然意在
形，舍形何所求意？ 故而得其形者，意溢于形，失其形者，形乎哉！ ”这里的“画虽状形，立乎
意”，是说形式虽然重要，但它毕竟是为内容服务的。 所以，“意不足，谓之非形可也”，离开
了内容，形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这里的“意在形，舍形何所求意？ ”意思是说，内容只
有通过形式才能表现出来，离开了形式，也就谈不上内容的存在。 最后他的结论是：“得其
形者，意溢于形。”真正的“形”是和“意”（神）不可分割的，即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失其形
者，形乎哉！ ”进一步说明了纯粹的形式是不存在的，失去了“形”，也就失去了“形”赖以存
在的“意”（神）。 明人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中说：“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
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为合作。 若形似无生气，神采至脱格，皆病也。 ”在王世贞看
来，“形模”和“气韵”，即“形”和“神”、“形式”和“内容”，互为里表，互为依存，是同一事物的
两个不同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他指出“形似无生气”（形离开了神）、“神采至脱格”（神离开
了形），都是错误的（“皆病也”）。 清人沈宗骞在其《芥舟学画编》中说：“盖以能传古圣贤之
神，垂之后世者，不曰形曰貌，而曰神者，以天下之人，形同者有之，貌类者有之，至于神则
有不能相同者矣！ ”进而论之曰：“今有一人焉，前肥而后瘦，前白而后苍，前无须髭而后多
髯，乍见之或不能相识，即而识之必恍然曰此某公也。 盖形虽变而神不变也。 故形或小失，
犹之可也，若神之少乖，则意非其人矣。 然所以为神之故，则又不离乎形。 ”他以生动的事
例、形象的比喻，深刻说明了天下之人，“形同貌类”者有之，但思想性格、精神世界完全相
同的人，却是没有的。 指出在时间的长河中，人物外形的易变性和人物内在精神个性的相
对稳定性，一个卓越的艺术家，不仅要表现出人物外形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要反映人物内
在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征。 所以他说：“形或小失，犹之可也”，强调了“神”的重要性。 但论
点的归结却是：“神有少乖，则意非其人”；“为神之故，则又不离乎形”。仍然主张神形兼备，

5



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我国古代这些深刻的理论认识， 使我想起了俄国别林斯基关于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

关系的一段著名论述：“如果形式是内容的表现，它必和内容紧密地联系着。你要想把内容
从形式分出来，那就意味着消灭了内容；反过来也一样，你要想把内容从形式分出来，那就
等于消灭了形式”。 （《别林斯基论文学》）在这里，我国古代画论家同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
论大师的观点，真是不谋而合，而且比他还早了好几百年。

四、“兼收并览自成一家”
———继承与创新

北宋郭熙说：“人之学画，无异于学书……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
后为得。 ”（《林泉高致集》）这是说，广泛的学习，汲取前人和同代人不同画派的创作经验，
使各家之长融为一体，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这一见解，甚为精要。 说明古代画论家，
对继承与创造是十分重视的。 清代石涛在他的《画语录》里，强调了在继承基础上的创造,
把继承看成是创新的基础和条件，提倡在学习、借鉴古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所以他说：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安在我之腹肠。 我自发
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 ”“某家为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 反对“为某家役”，主张“某家为
我用”，提倡博采各家之长，经过自我创造，最后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在他看来，没有
创作个性，就等于没有艺术。 清人张庚在《浦山画论》中也说：“法固要取于古人，然所资者
不可不求诸活泼泼地。 若死守旧本，终无出路。 古人之画之妙，不过理明而气顺。 ”他认为
绘画既要继承古人，又要敢于突破古人，进行创新，墨守成规是没有前途的。清人董棨在其
《画学钩沉》里说：“学画必从临摹入门，使古人之笔墨，皆若出于吾之手；继以披玩，使古人
之神妙，皆若出于吾之心。 ”主张在临摹中，把古人“各家法度”，全弄清楚，然后把古人的精
妙处，“化”在自己的“笔墨中”，使古人绘画的神奇，皆出于我，心领神会，做到“古为我用”，
正确地处理好临摹与创新的关系，并在临摹的基础上，去进行新的创造。清人方熏在其《山
静居画论》中说：“始入手，须专攻一家，得之心，应之手，然后旁通曲引，以知其变，泛滥诸
家，自资我用，不知是我还是古人。 ”他概括了向古人学习的三个不同阶段：即开始时专攻
一家，十分娴熟，得心应手后，再旁通诸家，掌握画法技巧变化，最后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的
风格。清人唐岱在《绘事发微》中说得好：“未有不学，得其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能超越名
贤者。 ”他既强调了学习、借鉴、继承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学习、借鉴、继承的目的，是要“超
越名贤”。进而说明：只有生活、借鉴、实践———学习、继承、创新，才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艺
术创作的必由之路。

五、“石看三面”
———绘画中的透视问题

过去，一些学西画的人，认为中国画不讲透视。 其实不然。 所谓透视，就是运用明暗和
色彩的深浅差别，表现物体的远近层次关系，使之在平板的画面上，获得立体的空间感觉。
我国古代画论中，常有关于阴阳、虚实、浓淡、远近、高下、大小的论述，而这就是在讲绘画
中的透视问题。例如，在相传为唐代诗画大家王维撰写的《山水诀》、《山水论》中，就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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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透视原理的论述：“山分八面， 石有三方”，“远山须要底排， 近树惟宜拔进”（《山水
诀》），“石看三面，路看两头”，“丈山尺树，寸马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隐
隐如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山水论》）等等，可以说句句都在讲绘画中的透视问题。 特
别是他的“山分八面，石有三方”，要求通过画面物体的远近、高下、明暗，表现出物体间的
层次关系和事物的立体感来。 从而说明中国画十分注重物体的透视关系。 其实，顾恺之在
《画云台山记》里，早就指出：“山有面，则背向有影。 ”认为山是立体的，自然有面、背之分；
高而向阳者是面，低凹向阴者为背；背面不见阳光，自然有投影。 通过用光原理，说明事物
间远近的透视现象。宋代饶自然《绘宗十二忌、》〉中的二、三、四、六、七条，可以说就是专讲
由于违背透视原理，而遭失败的教训，如“远近不分”“山无气脉”“水无源流”“路无出入”
“石止一面”等。 饶自然通过对这些错误的批评，从反面讲述了透视原理的重要性。 清代丁
皋《写真秘诀》指出：“凡天下之物，总不外乎阴阳，以光而论，明曰阳，暗曰阴；以宇舍而论，
外曰阳，内曰阴；以物而论，高曰阳，低曰阴。”“惟有阴有阳，故笔有虚有实”。“虚者，从有到
无，渲染是也；实者，着迹见痕，实染是也。 ”他认为，明暗阴阳，都是由光造成的，因此绘画
的过程，就是对光的表现过程；虚实就是阴阳、明暗———光的表现手段。 由此可见，在绘画
里对光的捕捉，我们的老祖宗较之十九世纪西欧印象画派来，要早得很多。

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除了重视焦点透视外，还结合中国画
的特点，总结出了散点透视法。所谓散点透视，有人称之为“移动透视”，它与焦点透视的不
同处，是焦点的移动性，即画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景物，随着观画者视点的移动而移动，不像
焦点透视那样，视点是固定不变的。 应该承认散点透视，也是一种符合透视原理的透视方
法。 宋代郭熙父子，从中国画的特点入手，根据散点透视原理，提出了画山的“三远”理论：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
之平远。 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 ”（《林泉高致集》）中国古代艺
术家们，为了表现自己的主观情意，常常把整体的散点透视和局部的焦点透视结合起来，
进行有意向的减裁、组合、缩连，使之产生强烈艺术效果。 宋人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张择
端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在这种透视理论指导下，所产生的艺术名篇。

古代画家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但认识了事物的透视现象，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绘画
透视理论，而且还总结出体现物体透视原理的各种绘画技法，诸如“墨分五色”“皴法”“点
虱去 ”等。 所谓“墨分五色”，就是运用水分调解墨色，使之成焦、重、浓、淡、清（一说：浓、淡、
干、湿、黑）五种色阶，用来表现景物的明暗、远近和物体的质感，达到融洽分明，使之具有
色彩效果。 “皴法”，是一种用来表现各种山石峰峦和树干表皮不同纹理及其明暗背向的技
法。“皴法”很多，从形式上分，有披麻皴、雨包皴、卷云皴、牛皮皴等。“点虱去 ”是写意花卉中，
表现花叶和花瓣的特种技法，即一笔之中墨分浓淡，或一笔之中包含多种颜色，使之着笔
就有明暗、浓淡之分，表现出外物的立体感来。

六、“意存笔先”
———构思和构图

中国古代绘画十分重视构思和构图。 所以王维在《山水论》中说：“凡画山水，意在笔
先。 ”张彦远在评论顾恺之的作品时也讲：“意存笔先，画尽意在。 ”这里，“意在笔先”和“意

7



存笔先”的“意”，所指的就是创作过程的构思活动。 这个“意”萌发于客观“造化”，是客观
“造化”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意”的产生、发展过程，是画家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相互渗
透、相互融合最后相互统一形成画面的过程。清人蒋和在《学画杂记》中说：“画者，理也，意
也。 ”他既指出了构思过程中，艺术家正确认识的指导作用，也指出了内容的决定性意义。
我认为，这里的“意”，主要是指所表现事物的内在诸因素，但亦兼指整个构思活动。丁皋的
“写真一事，须知意在笔先，气在笔后”（《写真秘诀》），也是这个意思。方熏更强调“立意”的
重要性。 他说：“作画必先立意，以定位置。 意奇则奇，意高则高，意远则远，意深则深，意古
则古，庸则庸，俗则俗矣！ ”他坚持现实主义画学传统，重视绘画的立意和构图。 认为作画
前，首先要立意，因为它决定着整个画面的布局；在他看来，立意的奇、高、远、深，不仅关系
到作品格调的高低，而且还关系到艺术效果的好坏、优劣。

古代画论家认为，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包括构思和构图），艺术家始终伴随着强烈的主
观感情，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主观和客观
相互交流、融合，最后“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形成主客统一的艺术形象。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构思和构图是同时进行的。 构思过程，也就是艺术家捕捉画面图
形（构图）借以表现主要内容的过程。我国古代艺术家们十分懂得这个道理。谢赫在《六法》
里，提出了“经营位置”，而张彦远则进一步说：“经营位置，画之总要。 ”所谓“经营位置”（具
体的构图），就是在画面上定宾主、排上下、量部位大小、分阴阳虚实，妥善处之，最后形成
具体艺术形象。 这些理论和认识，无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七、“生处既殊，枝体各异”
——— 一般和个别

古代画论不仅重视所画对象（人、物）的一般特点，而且十分重视它的个性特征。 主张
通过“个别”去表现“一般”。 如王维在《山水论》中，对早、晚、四季景物的区别，进行了细致
的分析，总结出了描写早、晚、四季景物的一般规律。他说：“早景则千山欲晓，雾霭微微，朦
胧残月，气色昏迷；晚景则山衔红日，帆卷江渚，路行人急，半掩柴扉。 春景则雾锁烟笼，长
烟引素，水如兰染，山色渐青；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天
如水色，蔟蔟幽林，雁鸿秋水，芦岛沙汀；冬景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渔舟倚岸，水浅沙
平。 ”相传为梁元帝撰写的《山水松石格》，认为四时不同，山木千变万化，造成山峦外形差
异，指出：“秋毛冬骨，夏萌春英。 ”用“毛、骨、萌、英”四个字，概括秋冬夏春山景的特色，道
出了“个别”体现“一般”，“一般”寄寓“个别”的辩证关系。 石涛在《画谱·四时章》里也说：
“凡写四时之景，风味不同，阴晴各异，审时度候而为之。 ”他认为同样的景物，因四季不同，
阴晴晦雨各异，而呈现出不同景象来。 因此他强调必须“审时度候”,掌握季节变化，在表现
事物一般特性的时候,体现事物的个性特征。 他还指出：“未有景不随时者，满目云山，随时
而变。 ”反复说明在“一般”之中体现“个别”的重要性。 清代王槩等人的《芥子园画传·梅
谱》，进一步提出了“生处既殊，枝体各异”“其形不一”“其变无穷”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多样
的，要想真实地反映出其中的“一个”，必须抓住其不同于别个的特殊性来。他认为，同样是
梅，由于环境不同，品种不一，必然形状各别，千姿百态。同时又指出，不能因为体现“个性”
而忽视“共性”，因此他又说：“欲以管笔寸墨，写其精神，然在合乎道理。 ”这里的“然”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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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道理”是本质，也就是一般事物的必然规律。 作者强调指出，梅花虽然品种繁多，姿态
万千，但它们都具有梅花所共有的形态、特征。 否则，就不成其为梅花了。 他还认为，在“共
性”和“个性”这一对矛盾中，个性是主要的方面。应该在掌握一般性的基础上，充分表现个
性。 《梅谱》中的“其木不同，不可无别”，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 的确，梅花斑斓纷繁：“有枯
梅、新梅、繁梅、疎梅、野梅、官梅、江梅、园梅、盆梅”,要在画面上让它们争奇斗艳，各具特
色，不掌握它们的特殊性，不了解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是绝对不行的。

古代画家还十分重视绘画中的时代个性特征， 认为不同的时代有其不同的服饰、风
俗、习惯等，如果让屈原穿上清代的服装，即使画得十分逼真，也仍然是荒唐可笑的。

古代画家还注意到， 由于画家的艺术风格不同， 同样的景物反映在不同画家的绘画
中，其形象也是迥然不同的。 例如李成和范宽都是北宋山水画的大家，但他们却以截然不
同的画风、不同的创作个性誉称画坛。北宋王洗曾喻李、范为“一文”“一武”。关于“武”的含
义，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里，概括为：“峰峦浑厚，势壮雄强，抢笔俱韵，人屋皆质”；关于
“文”,用王洗的话来说：“墨润笔精，烟岚轻动，如面对千里，秀气可掬”。 由此可见，我国古
代艺术家，以朴素的辩证观，恰当地处理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并在绘画实践中予以
广泛应用，获得了宝贵经验。

八、“善藏者未始不露”
———绘画中的“藏”“露”关系

古代绘画十分重视画面的“藏”和“露”。 认为一幅好画，必须是该藏处要藏，该露处要
露；该藏处要藏得妙，该露处要露得好；藏露得当，以少胜多；虚中见实，实中有虚，方为上
等佳作。 明人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就对绘画的藏露关系，做了极为深刻而很有见地的
论述。 他说：“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藏得妙时，便使观者不知山前山后，山左
山右，有多少地方，许多林木，何尚不显？ ”他认为“藏”和“露”是辩证统一的。 即“藏”中有
“露”，“露”中有“藏”；“藏”的目的，是为了“露”；为了更好的“露”，艺术家们才费尽心思，去
寻求“藏”的妙处；只有巧妙构思，“善藏”而又“善露”，才能收到“便使观者不知山前山后，
山左山右，有多少地方，许多林木”的艺术效果，也才能使作品产生一波三折、趣味无穷的
艺术魅力。

在“藏”和“露”中，中国画特别强调含蓄而又耐人寻味的“藏”，反对缺乏情趣而又一览
无余的“露”。 在宋代，画院常以诗句为画题考取学生，诸如“深山藏古寺”“野渡无人舟自
横”“踏花归来马蹄香”“嫩绿枝头一点红，恼人春色不在多”“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头月
三更”等等，而获胜者，常为含蓄善“藏”者。

“空白”，是中国画“藏”的一种重要形式。 它以画中空白和画中笔墨，互相生发，形成
“画中之画”，从而产生出笔墨所无法产生的效果。清·华琳《南宗秘诀》指出：“画中之白，并
非纸素之白，乃为有情，否则画无生趣矣。 ”他认为：画中“空白”，不是一般的“纸素之白”，
而是艺术家思想感情的表现，是整个画面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空白”不能离开内
容，更不能游离于内容之外。在华琳看来：“画中之白，即画中之画，亦即画外之画。”深刻揭
示了画中“空白”的艺术价值。 宋代北宗著名画家马远，善用“剩水残山”“一角式”章法，其
构图多取边角之景，而空藏一方，给观赏者留下丰富的遐想余地，如他的名作《踏歌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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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图》等，都是这样，所以时人戏称为“马一角”。 其实，画中的“空白”、音乐中的“间歇”、戏
剧中的“潜台词”、文章里的“含蓄”，都是艺术中“藏”的表现形式，如果运用得好，都能收到
奇特良好的艺术效果。 画中空白，可形成“画中之画”，平添生趣；音乐中的“间歇”，可产生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扣人心弦的效果；戏剧中的“潜台词”，能深刻地表现人物内心复杂的
精神世界；文章里的“含蓄”，则更能使文章耐人寻味，读者浮想联翩……

艺术实践证明：“藏”与“露”、“空”与“实”，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
面，是互为补充不能割裂开来的。“藏”是“露”的手段，“露”是“藏”的目的。如果“藏”离开了
“露”，便成之为故弄玄虚的哑谜；如果“露”离开了“藏”，便会成为一览无余的平庸之作，其
艺术价值会因“愈露而愈小”。

中国画之所以讲求艺术的“藏露”关系，注重画面的“空白”效果，因为这是以小见大、
以个别见一般、以有限见无限的艺术创作的基本法则。它是现实生活无数“藏露”“空白”现
象，在艺术家头脑里反映的产物。艺术家正是根据客观事物“隐显”“虚实”“整缺”“断续”等
现象，经过缜密构思，总结出艺术“藏露”“空白”的规律来，然后通过画面可见的具体形象
（“露”和“实”），引导欣赏者进入想象的艺术空间（“空白”），去创造“象外之象”，去领悟“言
外之意”的无限情趣，从而达到极高的审美境界……理论是实践经验的升华与概括。 艺术
创作过程中的“藏露”“空白”实践，必然会产生有关“藏露”“空白”的艺术理论：“境生象外”
（唐·刘禹锡）；“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唐·司空图）；“言有尽而意无
穷”（宋·严羽）；“画中之白， 即画中之画”（清·华琳）；“画之妙在无笔墨处”（清·戴熙）；“虚
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清·笪重光）……

从哲学思想上讲，中国诗词、书画等艺术的“藏露”“空白”理论，均受到古代道学、玄
学、禅学的深刻影响。 如老子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道德经·四十一》），“以神遇而不
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庄子·养生》），“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庄子·天道》），他们
主张“虚室生白”“唯道集虚”，认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天地万物之本”，所以强调
“无声”“无形”“无为”，否定“有声”“有言”“有为”的存在价值、意义和作用。 他们错误地把
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不免有些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过这种学说对艺术“藏露”“空白”
理论的形成和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接着魏晋时期，玄学的求本求实之风，和“得意忘象”
“得义忘言”之论，以及后来禅学打破时空界限的“离境”之说，倡导“象外之象”，强调“自
我”“顿悟”，追求“空寂”之境等，都对艺术“藏露”“空白”理论的形成、发展，产生过不可忽
视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哲学思想和艺术实践相结合，上升为艺术理论时，便逐步抛
却了那种重“心”轻“物”、重“主观”轻“客观”的倾向，使心与物、情与景、主观与客观、无形
与有形完整的统一起来，主张天人合一，形成了我国传统艺术的诸多特点，并为其进一步
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
注：这篇文章，是 1982 年为参加张掖师专首次学术报告会而写的，后收入《张掖师专

首次学术报告讨论会论文选编》（1982年 2月）。 原文校对极差，文中错字、病句甚多，且行
文艰涩。 其中第八节“善藏者未始不露”，修订后以《论绘画的“藏”与“露”》为题，刊登于
1990年《民族艺林》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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